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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亟需提炼不同乡村地域类型的发展路径。论文构建了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

测度指标体系，刻画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特征；基于空间计量模型探析了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

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结果发现：① 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功能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生产、

生活、生态功能指数分别增长78.26%、34.25%、9.68%；生产功能增长主导和生活功能增长主导是乡村地域综合功

能提升的主要类型。②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存在显著的空间非均衡分布格局，生态功能主导型县域主要分布

于北部边缘地区，生活功能主导型县域集中分布于中部和南部地区，生产功能主导型县域分布相对零散；生态功能

和生活功能主导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的空间变化。③ 外源驱动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负向

作用，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乡村生产功能受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的影响程度最高，乡村地域综合功能被

影响程度次于乡村生产和生活功能；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探寻农产品

主产区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有助于识别差异化的乡村发展路径，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

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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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地域功能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热点议

题 [1-2]。近年来西方学者对多功能农业和多功能乡

村作了系统且深入的研究，认为发展多功能农业/乡

村是实现乡村地域价值、协调城乡发展的重要实施

路径[3-6]。立足当代中国乡村转型的独特背景，国内

学者逐渐跳出原有的追赶城市的“线性转型”框架，

转而关注回归乡村主体本位，发展乡村地域多功能

或多功能农业，实现乡村多元价值[7-8]。对乡村地域

多功能的识别和评价成为制定乡村可持续发展策

略、实现区域发展空间均衡的重要基础[9-11]。

基于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分析对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路径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12]。

总体看，国内乡村地域功能研究成果渐趋丰富，对

乡村地域粮食生产、经济发展、生态保护等多元功

能的空间分异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已有较为全面的

研究[13-14]。但当前这一领域的研究多聚焦于乡村功

能的评价与分区、乡村功能的演化规律以及乡村内

部功能间的相互作用[15-16]，且在影响因素研究方面多

是基于单个年份的分析，对乡村地域功能时空演变

的影响机理研究尚有待加强；研究区域也多集中于

环渤海地区[13]、珠三角地区[17]、江苏省[18-19]、山东省[20]

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省市或长株潭城市群[21]等内

陆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对社会经济发展相

对落后的中部传统农区的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研究较

少[22]。再者，鉴于中国乡村地域功能演化显著的地

域分异性[23]，农业农村的发展应遵循区域差异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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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路径[24]，制定因地制宜的乡村空间治理政策亟

需针对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地域功能研究提供的

实证基础和理论依据。

有别于县域或省域范围的乡村功能研究，农产

品主产区具有较完整的功能区地域范围和较典型

的乡村发展与转型特征，有益于探究乡村地域功能

演变的地域特征、路径及影响机理；从实践的角度

来看，实现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振兴及可持续

发展兼具保障乡村居民生活、保护国家粮食安全的

双重意义。据此，以国家农产品主产区为地域背

景、江汉平原为案例，以2000—2015年为研究期，构

建基于国土空间“三生”功能理论的乡村地域功能

测度指标体系，探析案例区域乡村地域功能的时间

演变和空间分异特征，从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相结

合的视角解析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影响因素及作

用机理，以期探索乡村发展的路径和地域类型，为

该类地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提供参考依据。

1 研究思路与方法

1.1 乡村地域功能定量测度

乡村地域功能主要指乡村为一定地域范围内

的社会经济活动所发挥的作用。借鉴国土空间“三

生”功能理论及相关研究成果，以生产、生活、生态

解析乡村地域功能[25-26]，进一步根据乡村地域功能

的表现形式，以显性形态和隐性形态 2个维度表征

乡村地域“三生”功能指数[9]，构建乡村地域功能测

度指标体系(表 1)。其中，显性形态指标主要选取

“三生”功能用地面积及占比表示，隐性形态指标则

利用价值评价的方法定量化核算“三生”功能强

度。① 乡村生产功能。对农产品主产区而言，其乡

村生产功能主要表现为提供农产品的属性，农业用

地面积越大、农产品产量越高，其提供农产品的功

能就越强。选取农业用地面积及占比表征乡村生

产功能的显性形态指标，第一产业增加值及占比表

征隐性形态指标。② 乡村生活功能。乡村生活功

能指乡村地域承载和保障人居的属性，一定地域内

的乡村生活水平较高时，生活于其中的居民外流的

意愿也会有效降低，因此乡村生活功能主要体现为

乡村地域的人口规模及其居住人口所能获得的生

活水平，这在显性形态上可以乡村居民点面积及占

比来表征，隐性形态上则选择乡村常住人口数量及

乡村居民生活价值，乡村居民生活价值为乡村常住

人口数量与乡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乘积。③ 乡

村生态功能。乡村生态功能指乡村地域提供生态

产品以保障区域生态安全的属性，这与区域内的土

地利用结构密切相关，建设用地在土地利用结构中

占比越低，草地、林地、水域等占比越高，越有利于

保持较好的生态功能。因此，显性形态指标选择草

地、森林、水域面积及占比，隐性形态指标则借鉴谢

高地等基于单位面积价值当量因子计算生态系统

服务价值的方法[27]，计算草地、森林、水域生态总价

值和地均草地、森林、水域生态价值。其中，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定义为1 hm2全国平均产量的

农田每年自然粮食产量的经济价值，确定 1个生态

服务价值当量因子的经济价值量等于当年全国平

均粮食单产市场价值的 1/7，采用 2007年中国生态

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当量表[28]，具体计算公

式如下：

表1 乡村地域功能测度指标体系

Tab.1 Index system for the assessment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功能名称

生产功能

生活功能

生态功能

显性形态

指标

农业用地面积

农业用地面积占比

乡村居民点面积

乡村居民点面积占比

草地、森林、水域面积

草地、森林、水域面积

占比

权重

0.074

0.045

0.095

0.086

0.123

0.089

隐性形态

指标

第一产业增加值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

乡村常住人口数量

乡村居民生活价值

草地、森林、水域生态

总价值

地均草地、森林、水域

价值

权重

0.078

0.047

0.088

0.103

0.102

0.071

指标释义

农业用地面积占比=农业用地面积/乡村地域土地面积

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一产业增加值/县域GDP

乡村居民点面积占比=乡村居民点面积/乡村地域土地

面积

乡村居民生活价值=乡村常住人口数量×乡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草地、森林、水域面积占比=草地、森林、水域面积总和/

乡村地域土地面积

地均草地、森林、水域生态价值=草地、森林、水域生态

价值总和/乡村地域土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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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V =∑Ak × VCk (1)

式中：ESV表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元)；Ak为第 k类

土地利用类型的面积(hm2)；VCk为第 k类土地利用

类型的生态服务系数($· hm-2·a-1)。为排除价格因

素的影响，以土地利用和粮食单产的变化衡量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变化，此处的粮食价格采用2000年不

变价计算[29]。

1.2 研究区域与数据来源

江汉平原是中国的重要农产品主产区，位于湖

北省中南部，由长江及其支流汉江冲积而成，地形特

征整体表现为边缘略高、中间低平，自然环境条件

良好。研究地域范围覆盖荆州市和荆门市全境，宜

昌市的枝江市和当阳市、孝感市的云梦县、应城市、

安陆市和汉川市等区、县及仙桃、潜江、天门 3个省

管市，共包括 20个县域研究单元(图 1)。地处长江

经济带和中部崛起等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实施区域

范围内。江汉平原既是重要农区，也是城镇化开发

区。2000—2015 年，该区城镇化率从 30.53%提升

到 52.14%，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 36.56%

上升到 51.11%，快速城镇化、工业化等进程对乡村

发展及其地域功能产生了显著影响。2015年，江汉

平原乡村人口总数为 819.45 万，占总人口比重为

47.86%；第一产业增加值 650.08亿元，占GDP比重

为13.52%。研究区域具有乡村发展的典型性特征。

研究所需土地利用数据采用Landsat TM影像

解译数据(包括 2000、2005、2010和 2015年 4期)，农

村社会经济发展数据主要来源于相应年份的县、市

级统计年鉴及《湖北统计年鉴》《湖北农村统计年

鉴》等，县市行政区划边界和河流等空间数据来源

于国家科技基础条件平台建设项目“地球系统科学

数据共享平台——湖泊-流域科学数据中心(www.

geodata.cn)”。其中，部分县市缺失 2005 年前后的

乡村常住人口数据，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或相应

年份乡村总人口数扣除当年农村劳动力转移时间

超过 6 个月的人口数代替；其余缺失数据以及

2000—2005、2005—2010、2010—2015 年间的生态

系统服务价值辅以线性插值法补全；国内生产总值

和第一、第二产业增加值，以及乡村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均换算为以2000年为基期的可比价。

1.3 研究方法

1.3.1 熵权法

以熵权法取指标权重，可以有效避免获取权重

过程的主观影响，还可用于对指标体系进行分解计

算。运用熵权法确定乡村地域功能各指标权重，进

而分别测评江汉平原各县市 2000—2015年乡村地

域“三生”功能指数，具体步骤如下[30-31]：

首先采用离差标准化方法对 2000—2015年江

汉平原各县市指标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具体计算

公式为：

Xmij′ =
Xmij -Xmin

Xmax -Xmin

(2)

式中：Xmij为第m年县市 j的第 i个指标值；Xmij′为Xmij

标准化处理后的值；Xmin、Xmax分别为该指标最小值、

最大值。

其次，利用标准化后的数据，计算每个单项指

标的信息熵ei，计算公式为：

e
i
= -k∑

i = 1

n

Pijln Pij, k = 1
ln n

, Pij =
Xmij′∑Xmij′

(3)

再次，计算第 i项指标的信息效用值(gi)和权重

(wi)，指标权重计算结果见表1。

gi = 1 - ei (4)

wi = gi ∑
i = 1

n

gi (5)

最后，分别计算第 j个县市第m年的乡村地域

“三生”功能指数Zmj：

Zmj =∑
i = 1

n

Xmij′wi (6)

1.3.2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

采用全局莫兰指数(Moran's I)对研究对象进行

空间自相关性检验，其计算公式如下：

Moran's I =
∑

i = 1

n ∑
j = 1

n

Wij( )Yi - Ȳ ( )Yj - Ȳ

S 2∑
i = 1

n ∑
j = 1

n

Wij

(7)
图1 研究区概况

Fig.1 The study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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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2 = ( )Yi - Ȳ
2

n (8)

式中：Yi、Yj分别为县域 i、j的乡村地域功能指数；
-
Y 为

研究区乡村地域功能指数的平均值；Wij为空间单元

i和 j之间的空间权重矩阵，本文采用地理距离空间权

重矩阵，空间权重赋值为1/dij，县域间的距离dij通过

县域行政中心的经纬度坐标计算得出；Moran's I的

取值范围介于-1和1之间，大于0且越接近1，即表明

研究对象存在空间正相关，反之则存在空间负相关。

1.3.3 空间计量模型检验

传统的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

OLS)模型忽略了空间依赖性，可能导致模型估计存

在偏误，因此本文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引入空

间滞后误差项。空间经济计量模型最常用的方法包

括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 SLM)、空间误

差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 SEM)和空间杜宾模型

(Spatial Durbin Model, SDM)，其中空间滞后模型主

要考虑周边空间单元对目标单元的空间影响和空

间溢出效应，空间误差模型考虑的是周边空间单元

的误差项对目标单元的影响，空间杜宾模型是前 2

个模型的扩展形式。空间面板计量模型设定如下

所示[32-33]：

Fit = ρ∑
j = 1

n

Wij Fjt + βXit + εit (9)

εit = λ∑
j = 1

n

Wijε jt + μit (10)

式中：Fit为乡村地域功能指数；ρ、λ分别为空间滞后

系数和空间误差系数；Wij为空间权重矩阵；β为影响

系数；Xit为乡村地域功能影响因素；εit为随机扰动

项。当ρ=0时，该模型为空间误差模型；当λ=1时，该

模型为空间滞后模型。当ρ≠0而λ=0时，式(9)为空

间杜宾模型：

Fit = ρ∑
j = 1

n

Wij Fjt + βXit + θ∑
j = 1

n

Wij Xjt + μit (11)

式中：θ表示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Stata软件，分别通过以上3个模型检验乡

村地域功能及其分解指数在相邻县域单元之间的

空间溢出效应，然后采用最大似然估计(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 MLM)对 3 个模型进行参数

估计，并通过对数似然比对比不同模型的拟合优度。

2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

2.1 时序演变特征

通过空间形态和价值形态相结合的指标体系，

以熵权法测度 2000—2015年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

合功能指数及其“三生”功能指数，结果如图 2。总

体上，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呈上升态

势，指数值由 2000年的 5.81上升至 2015年的 7.71，

年均增长 2.00%。从乡村地域功能结构变化看，研

究期内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生产功能提升较快，功能

指数从1.15上升到2.05，增幅达78.26%；生活功能上

升缓慢，功能指数从2.19上升到2.94，增幅为34.25%；

生态功能趋于稳定，功能指数从 2.48 上升到 2.72，

增幅仅 9.68%；乡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变化

对地域综合功能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47.37%、

39.48%和 12.64%。从县域单元内部的功能指数变

化看，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及生产、生活、生态功

能指数均呈现不同程度的增长态势，其中，生产功

能增长主导型、生活功能增长主导型、生态功能增

长主导型的县域数量分别为9、10和1个。据此，生

产功能变化和生活功能变化是研究期内江汉平原

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变化的主要来源。

图 3 为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

“三生”功能指数变化趋势，红色虚线为各类功能指

数平均值。由图 3可知，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

能指数和“三生”功能指数存在不同程度的县域差

异和发展趋势。总体上，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

能指数的县域间差异呈现缓慢增大趋势，其极差由

2000年的 0.366提升至 2015年的 0.433；具体地，研

究期内县域生产功能指数围绕其平均值曲线呈发

散变化趋势，研究期间内其极差由 0.090 增大至

0.156，生活功能指数围绕其平均值曲线呈收敛变化

趋势，研究期间内其极差由 0.282 缩小至 0.267，说

图2 2000—2015年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

和“三生”功能指数变化趋势

Fig.2 Temporal change of the total index value and

its three decompositions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the Jianghan Plain,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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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江汉平原生产功能的县域差异趋于扩大、生活功

能的县域差异趋于减小；与此相反，县域生态功能

指数变化和缓，但呈两极分化趋势，且高于平均值

的县域单元数量远远少于低于平均值的数量，研究

期内仅京山、钟祥、荆门市辖区、当阳、松滋等县域

生态功能指数始终高于江汉平原平均水平，说明江

汉平原生态功能空间差异显著，且生态空间格局保

持相对稳定。

2.2 空间分异特征

以自然间断点法将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

能指数分为高、较高、较低、低 4个等级。从图 4可

以看出，2000—2015年间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

能指数存在显著的集聚态势和稳定的东西分异格

局。江汉平原北部的钟祥和京山，东部的天门、仙

桃、洪湖等县市的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始终为高

或较高水平，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为较低、低水

图3 2000—2015年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及“三生”功能指数变化趋势

Fig.3 Temporal change of the total index value and its three decompositions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counties in the Jianghan Plain, 2000-2015

图4 2000—2015年江汉平原县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空间分异

Fig.4 Spatial change of the total index value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counties in the Jianghan Plain,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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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的县市主要集中分布于江汉平原东北部的安陆、

云梦、应城等县域和西部的枝江、沙洋、荆州市辖

区、江陵、石首等县域。

分别测算各县域“三生”功能指数占乡村地域

综合功能指数之比，并以三等分法将“三生”功能指

数占比分为 3个等级，以占比高于 0.34为乡村地域

主导功能阈值，通过乡村地域主导功能的转换揭示

县域乡村地域功能的演变方向及其空间分异规律

(图5)。江汉平原乡村地域“三生”功能空间分异特

征显著，其中生活、生态功能空间分异格局相对生

产功能较为稳定。研究初期，江汉平原绝大多数县

域以生活或生态功能为主导，至研究末期，生产功

能和生活功能主导型县域数量均有所增加，而生态

功能主导型县域则相对减少。2005年后，生产功能

主导型县域数量增多，且这些县域均具有生产和生

活2个主导功能，其中：沙洋县的主导功能由生态功

能转为生产功能和生产-生活双主导功能，应城市

和监利县的主导功能由生活功能转为生产-生活双

主导功能。此外，江汉平原南部的石首市乡村地域

功能由生态功能主导转为生态-生活双主导功能，

荆州市区、枝江市等县域的乡村地域功能由生态-
生活双主导功能逐渐转变为生活功能单主导。

图5 2000—2015年江汉平原乡村地域“三生”功能指数占比空间分异

Fig.5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counties in the Jianghan Plain, 2000-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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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以上结果可以看出，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

是主导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空间分异格局的主

要来源；江汉平原县域乡村主导功能的演变方向主

要为生态功能向生活、生产功能的转变；生产功能

主导型县域的空间分布较为零散，且与生态功能兼

容性较低；生活、生态功能主导型县域的空间集聚

特征显著，前者集中分布于江汉平原中部和南部地

区，后者则集中于江汉平原北部边缘地区。由此看

来，“三生”功能的空间分异格局更具自然条件作用

痕迹，江汉平原四周边缘较高的地形是奠定这部分

区域生态功能较强的基础，中部、南部的汉江和长

江冲积地带更适宜农耕、居住，因而生产功能和生

活功能较为强势。

3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影响
机理

3.1 影响因素选取

首先，运用全局Moran's I指数分析2000—2015

年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以及“三生”功

能指数的空间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研究期间江

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的 Moran's I 值从

0.136 上升至 0.177，且均通过 5%的显著性水平检

验，表明乡村地域综合功能的空间集聚程度渐趋增

强；与此同时，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均存在显著的

空间自相关性。这表明江汉平原乡村邻近区域之

间的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三生”功能可能存在相

互影响，可以尝试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空间效

应。

影响乡村地域发展的因素涉及外源驱动和内

生响应 2个层面[34-35]，具体包括城镇化驱动及响应、

工业化驱动及响应和市场化驱动及响应等3个方面

(表 2)。据此，构建乡村地域功能影响因素指标体

系：① 城镇化驱动及响应。城镇化对乡村发展的正

向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市场规模变化，乡村内生响

应主要表现为人均耕地面积变化。城镇化外源驱

动及内生响应分别选择城镇人口规模占比和农村

耕地面积表征。② 工业化驱动及响应。工业化对

乡村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表现为农业技术条件变

化，乡村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农业装备水平变化。

工业化外源驱动及内生响应分别选择第二产业增

加值占比和地均农业机械动力表征。③ 市场化驱

动及响应。市场化对乡村发展的正向作用主要表

现为农业市场条件变化，乡村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

乡村市场水平变化，市场化外源驱动及内生响应分

别选择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和农林牧渔服务业

增加值占比表征。

3.2 空间计量模型分析结果

以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指数和“三生”

功能指数为因变量、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影响因素为

自变量，构建时间跨度为2000—2015年的面板数据

空间计量模型。为降低数据的异方差性，对因变量

和自变量取对数处理。Hausman 检验的统计量为

40.34，并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因此拒绝随机效应

模型更合适的原假设，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采用

极大似然估计对3个空间计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

对比(表 3、表 4、表 5)。基于 SLM、SEM 和 SDM 的

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及“三生”功能影响因

素的空间计量分析结果如下。

(1) 通过对比 3个模型的R2和Log likelihood值

可以发现，SDM模型的拟合效果最佳，SLM模型次

之。从SDM模型的自变量系数和显著性分析结果

来看：城镇化驱动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

生产、生活功能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城镇化驱动

每提升 1%，乡村地域综合功能、生产功能、生活功

能分别降低 0.12%、0.41%、0.21%；工业化和市场化

驱动对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三生”功能的影响几

乎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这 2个驱动对江汉平

表2 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影响因素指标体系

Tab.2 Influencing factors for the change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一级指标

外源驱动力

内生响应力

二级指标

城镇人口占比(%)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hm2/人)

地均农业机械动力(kW/hm2)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

计算方式

城镇人口占比=城镇人口数/县域常住人口总数

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占比=第三产从业人员数/年末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

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农村耕地面积/农村常住人口总数

地均农业机械动力=农业机械总动力/农村耕地面积

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占比=农林牧渔服务业/第一产业增加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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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乡村地域功能的影响不显著；城镇化响应对江汉

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功能均有显著的正

向影响，城镇化响应每提升1%，乡村地域综合功能

和生产功能就分别提升 0.31%、0.80%；工业化响应

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也

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工业化响应每提升1%，乡村

地域综合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活功能分别提升

0.08%、0.26%、0.13%；市场化响应对生产、生活功能

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市场化响应每提升1%，生产功

能和生活功能分别提升0.09%、0.07%。所有自变量

对生态功能的影响均不显著。长江经济带、中部崛

起等区域发展战略影响作用下的快速城镇化可能

是产生以上结果的重要因素，乡村劳动力外流、农

业现代化发展等在不同方面作用于乡村地域功能

的演变。

(2) SLM分析结果中，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

表3 空间滞后模型结果

Tab.3 Results of the spatial lag model (SLM)

变量

城镇化驱动

工业化驱动

市场化驱动

城镇化响应

工业化响应

市场化响应

空间滞后回归系数ρ

R2

Log likelihood

综合功能指数

-0.14*(-2.00)

-0.06(-1.60)

-0.02(-1.87)

0.34***(4.20)

0.07*(1.97)

0.01(0.56)

107.1***(4.12)

0.75

513.62

生产功能指数

-0.43***(-3.48)

-0.12(-1.23)

-0.06*(-2.03)

0.82***(5.40)

0.26**(2.95)

0.08*(2.35)

67.32*(2.40)

0.80

246.74

生活功能指数

-0.23**(-2.81)

0.03(0.38)

-0.02(-0.48)

-0.08(-0.65)

0.20**(3.12)

0.05*(2.53)

133.5***(5.41)

0.50

257.26

生态功能指数

0.55(1.29)

0.01(0.03)

-0.01(-0.35)

0.03(0.13)

0.03(0.55)

0(0)

-30.95*(-2.49)

0.13

-0.85

注：括号内为相应估计量的 t统计值；***、**、*分别表示P < 0.01、P < 0.05、P < 0.1。下同。

表4 空间误差模型结果

Tab.4 Results of the spatial error model (SEM)

变量

城镇化驱动

工业化驱动

市场化驱动

城镇化响应

工业化响应

市场化响应

空间误差回归系数λ

R2

Log likelihood

综合功能指数

-0.10(-1.51)

-0.06(-1.41)

-0.02(-1.25)

0.36***(3.55)

0.09*(2.32)

0.001(0.09)

145.40***(4.97)

0.73

501.38

生产功能指数

-0.41***(-3.71)

-0.05(-0.49)

-0.07*(-2.37)

1.00***(7.73)

0.30**(3.00)

0.07*(2.20)

-17.44(-0.24)

0.78

235.34

生活功能指数

-0.19*(-2.26)

-0.004(-0.03)

-0.001(-0.03)

-0.12(-0.67)

0.20**(2.86)

0.05(1.87)

153.40***(5.31)

0.34

246.36

生态功能指数

0.56(1.31)

-0.03(-0.32)

-0.002(-0.07)

-0.03(-0.09)

0.06(1.12)

0.01(0.11)

-74.46(-1.34)

0.13

1.37

表5 空间杜宾模型结果

Tab.5 Results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SDM)

变量

城镇化驱动

工业化驱动

市场化驱动

城镇化响应

工业化响应

市场化响应

空间滞后回归系数ρ

R2

Log likelihood

综合功能指数

-0.12*(-2.03)

-0.07(-1.70)

-0.02(-1.77)

0.31***(4.25)

0.08*(2.31)

0.01(1.19)

78.80**(3.29)

0.79

532.45

生产功能指数

-0.41***(-3.44)

-0.16(-1.50)

-0.05*(-2.13)

0.80***(6.25)

0.26***(3.78)

0.09**(3.28)

-86.78(-1.58)

0.82

265.04

生活功能指数

-0.21*(-2.46)

-0.01(-0.13)

-0.003(-0.11)

-0.14(-0.96)

0.13**(2.85)

0.07**(2.94)

55.60*(2.10)

0.62

280.20

生态功能指数

0.32(1.51)

-0.28(-0.16)

-0.02(-0.69)

-0.20(-0.56)

0.01(0.09)

0.02(0.31)

-115.50*(-2.08)

0.16

1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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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和“三生”功能的空间滞后回归系数ρ均至少通

过10%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其中乡村地域综合功能

和生产、生活功能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生态

功能则存在负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这表明某县域乡

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的提高对周边县域有

正向促进作用，但一县域生态功能的提高则表现出

对周边县域的负向作用。结合上一分析结果，城镇

化、工业化发展不仅影响县域内的乡村地域功能，

其区域辐射带动作用也使乡村地域功能产生空间

溢出效应，而受自然环境因素影响较大的生态功能

则无明显的正向空间效应。SEM模型显示乡村地

域综合功能和生活功能的空间误差回归系数λ通过

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可能存在遗漏的、在空

间上存在交互作用的自变量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

综合功能和生活功能产生影响。

(3) 为区分自变量对本县域和周边县域的因变

量的影响，将SDM模型的空间溢出效应分解为直接

效应和间接效应(表6)。首先，城镇化驱动对生产功

能的负向影响高于对生活功能和乡村地域综合功

能的负向影响，且周边县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受城

镇化驱动的负向影响作用高于本县域；工业化和市

场化驱动则无显著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其次，

城镇化响应对生产功能的直接效应高于对乡村地

域综合功能的直接效应，但对周边县域无显著间接

效应；工业化响应对本县域的直接效应也以生产功

能最高，对周边县域则无显著间接效应；市场化响

应对生产功能、生活功能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

和间接效应。以上结果表明，城镇化驱动的负向间

接效应显著，城镇化、工业化响应则更突出于正向

直接效应。江汉平原中部农区的区位及发展阶段

特征、区域城镇化进程持续加快、城乡协调发展不

断促进的现实条件，是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

4 结论与讨论

4.1 主要结论

本文构建乡村地域“三生”功能测度指标体系，

以国家农产品主产区为地域背景、江汉平原为案

例，分析2000—2015年江汉平原乡村地域综合功能

指数和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的时空演化特征；

构建SLM、SEM和SDM面板数据空间计量模型，解

析 2000—2015年间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的

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主要结论如下：

(1) 2000—2015 年，江汉平原各县域乡村地域

功能指数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增长趋势，空间上存

在显著的非均衡分布。2000—2015年，江汉平原乡

村地域生产、生活、生态功能指数分别增长78.26%、

34.25%、9.68%，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变化对地域综

合功能变化的贡献率分别为 47.37%、39.48%和

12.64%，生产功能增长主导型、生活功能增长主导

型、生态功能增长主导型的县域数量分别为9、10和

1个。空间格局上，综合功能指数和生产、生活功能

指数均呈现较为稳定的东高西低分异格局，生态功

能指数则为边缘优于内部的空间格局。

(2) 从乡村地域主导功能的变化来看，生活功能

主导型县域集中分布于江汉平原中部和南部地区，

生态功能主导型县域则集中于江汉平原北部边缘地

区，生产功能主导型县域的空间分布较为零散；此

外，生活功能、生态功能空间分异格局较为稳定，生

产功能空间变化较为显著，生态功能和生活功能是

表6 SDM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估计

Tab.6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 estimates of the spatial Durbin model (SDM)

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变量

城镇化驱动

工业化驱动

市场化驱动

城镇化响应

工业化响应

市场化响应

城镇化驱动

工业化驱动

市场化驱动

城镇化响应

工业化响应

市场化响应

综合功能指数

-0.14*(-2.17)

-0.06(-1.59)

-0.02*(-2.27)

0.31***(4.23)

0.09*(2.40)

0.02(1.95)

-0.43**(-2.97)

0.23(1.58)

-0.08(-1.43)

-0.04(-0.12)

0.08(0.64)

0.25**(3.10)

生产功能指数

-0.39**(-3.11)

-0.17(-1.56)

-0.04(-1.86)

0.77***(5.95)

0.26***(3.94)

0.09**(3.16)

-0.41(-1.75)

0.29(1.82)

-0.07(-1.51)

0.38(1.70)

-0.01(-0.10)

0.14*(2.54)

生活功能指数

-0.22*(-2.55)

-0.01(-0.06)

-0.004(-0.12)

-0.125(-0.93)

0.13**(2.77)

0.08**(3.15)

-0.44(-1.43)

0.35(1.82)

-0.15(-1.41)

0.81(1.31)

-0.16(-0.67)

0.28***(4.23)

生态功能指数

0.34(1.49)

-0.0002(<-0.01)

-0.01(-0.41)

-0.18(-0.49)

-0.03(-0.22)

0.004(0.08)

-0.18(-1.15)

-0.24(-0.84)

-0.09(-0.94)

-0.44(-1.14)

0.49(1.58)

0.17(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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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空间变化的主导因素。

(3) 不同乡村地域功能在受外源驱动与内生响

应的作用强度和作用方向上均存在显著差异。总

体上，外源驱动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变化主要

表现为负向作用，内生响应主要表现为正向作用。

具体地，乡村生产功能受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的影

响程度最高，其中城镇化驱动和市场化驱动为显著

负向影响，乡村内生响应力为显著正向影响；乡村

生活功能受外源驱动和乡村内生响应力的影响程

度低于乡村生产功能，与乡村生产功能不同的是，

城镇化响应对其影响不显著；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受

城镇化驱动和内生响应力的影响程度次于乡村生

产和生活功能，且市场化响应对其影响不显著；乡

村生态功能受外源驱动和内生响应影响均不显

著。此外，乡村地域综合功能和生产、生活功能具

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而生态功能则表现出负向

的空间溢出效应。

4.2 讨论

(1) 农产品主产区具有乡村发展的典型性特

征，可以为研究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及其影响因素提

供丰富的时空图谱，同时，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的乡

村振兴不仅关乎乡村居民福祉，也是保障国家粮食

安全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农产品主产区的社会

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于非农产业主导地区，在

“时空压缩”的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优质劳动力

和土地资源的快速流失将进一步导致乡村衰退，归

纳这一类型区域的乡村发展地域模式对其他地区

的乡村发展研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国家粮食

安全保障需要提升农产品主产区的可持续发展能

力，乡村振兴要求挖掘农产品主产区的多种功能和

价值，探寻农产品主产区的地域多功能结构及其空

间演化特征，是实现区域与国家对乡村地域发展诉

求的重要决策基础。进一步地，深入探讨乡村地域

功能演变的驱动机制对科学制定乡村振兴战略规

划可能具有决定性意义，辨析不同乡村地域功能的

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能可为乡村发展研究提供更

为丰富的研究视角。

(2) 作为中国农产品主产区，当前江汉平原的

乡村地域发展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农业生产优

势，发展多功能农业/农村是实现其乡村振兴的可行

路径。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江汉平原乡村转型特

征显现，人类活动正逐渐弱化自然环境基底条件对

“三生”功能空间格局的影响作用；具体地，外源驱

动力和内生响应力对江汉平原乡村地域功能的综

合影响大致沿循生产功能→生活功能→生态功能

的作用路径，且当前正处于内生响应力主导下的乡

村生产功能强化期。江汉平原乡村振兴应结合国

家推行长江经济带、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的背

景，弱化城镇化、工业化等外源驱动力的负向作用，

积极引进技术、资金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寻求外源

动力有效转换，进一步激活自身内源响应力，发展

多功能农业/农村，并发挥乡村地域功能的区域辐射

带动效应，实现区域乡村振兴。

(3) 开展不同地域类型的乡村地域功能演变研

究，有助于识别差异化的乡村振兴路径。现阶段针

对沿海经济发达地区[14]、环渤海地区[13]、长株潭城市

群[36]等地区的乡村地域功能研究成果较多，但聚焦

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的研究相对欠缺、乡村地域功能

分类体系不统一。以国土空间“三生”功能理论视

角审视国家农产品主产区的乡村地域功能演变，对

制定该类地区的地域功能强化和空间协同优化规

划更具理论和实践意义。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地域

主导功能导向约束、乡村地域发展类型差异，“三

生”功能测度指标及乡村地域功能影响因素选取理

应有所不同，如沿海地区等乡村工业较为发达、受

全球化影响程度较高的地区，可将乡村工业产值纳

入乡村生产功能指标、将全球化纳入影响因素指标

体系，分析全球化作用下的乡村地域功能分异特征

及其作用机理[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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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major agricultural areas can provide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food security. The Jianghan Plain is one of the main agricultural areas in

China and is undergoing a rapid 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production, and living spaces, this study constructed an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assessment of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of rural areas. Using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to determine the weights of indicators,

we examined the pattern of change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in the rural areas of the Jianghan Plain from 2000

to 2015. The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change was analyzed by applying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total index value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the rural area in the Jianghan Plain

increased notably. Values of the three sub- index of production, living, and ecological functions increased by

78.26%, 34.25%, and 9.69%. Growths in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living function were the two main ways of

rural function improvement in the Jianghan Plain. 2) The rural function index values of the Jianghan Plain

showed prominent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ith an overall east-west divide. Specifically, counties dominated by

ecological function mostly aggregated on the northern fringe of the Jianghan Plain, while those dominated by

living function aggregated o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 of the Jianghan Plain, and those dominated by

production function showed a random spatial distribution. Ecological function and living function played a major

part in the change of rural functions in the Jianghan Plain. 3) We argue that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rural

developm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types, namely exogenous driving forces and endogenous responses. The

results of th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s indicate that both types have an impact on the change in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in the Jianghan Plain. More specifically, the exogenous factors showed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the

change of rural function in the Jianghan Plain, while the endogenous factors showed a negative effect. The

greatest impacts of both the exogenous and the endogenous factors were on production function, followed by

living function and total function. The marketization response had spatial spillover effects on the change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of the Jianghan Plain. Our findings indicate that developing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n the

Jianghan Plain is a rational choice. In practice, exploring change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of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for major agricultural areas, on the one hand will be helpful for identifying different patterns of rural

development and providing guidance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On the other hand, research

on functional types of rural areas could have a broad impact on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 and rural

coordination. Due to the differences in major territorial functions and external conditions, we suggest that the

applicability of th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and influencing mechanism should vary along with the territorial types.

Keywords: rural territorial functions;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mechanism of influence; spatial econometric model;

Jianghan Pl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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